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熊宗仁

　 　

　　内容提要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 ,意

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党选

择先“剿共”后抗日 ,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 ,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

形势的转化 ,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

“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 ,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

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 ,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

内政的基本国策 ,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

历史已证明 :“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 ,“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

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 ,才是抗日的前提。

关键词 　攘外安内 　抗日前提 　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前 ,没有一项政策像“攘外

必先安内”这样对中国产生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影响。70 年来 ,海

内外史学界涉及这一政策的研究较为鲜见 ,近年来有所增多 ,虽也

逐渐达到某些共识 ,但总体上内地学者和海外学者的观点依然尖

锐对立 ,基本上否定或基本上肯定的倾向并未消除。笔者不揣谫

陋 ,抒一孔之见。

一

任何政策都是国家和政党因应一定历史时期的需要 ,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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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路线、实现其政治目标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攘外必先安内”政

策 ,是国民政府在准备抗战时期的行动准则。它的出现 ,因应了救

亡图存的国内国际背景。

这一政策提出的时间 ,并不在九一八事变后 ,而在之前。但其

追求的目标、内容和矛头指向 ,却与九一八事变后是基本一致的。

1931 年 7 月 23 日 ,在江西督师剿共的蒋介石 ,针对国内外情

势的变化 ,发表告国民书 ,内称 :“惟攘外必先安内 ,去腐乃能防

蠹”,“不先消灭赤匪 ,恢复民族元气 ,则不能御侮 ,不先削平粤逆 ,

完成国家之统一 ,则不能攘外”。①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见诸文字

之始。这一对其后国内军事政治和反对日本侵略产生重大影响的

政策的提出 ,是鉴于下述的国内国际背景 :

1931 年 5 月 27 日 ,国民党中的粤系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中国国

民党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目的在推翻蒋介石之独裁 ,完成国民革命 ,

并决议在广州成立与南京相抗衡的“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

成立以后 ,改组了广西、广东两省政府 ,整编了粤桂两系军队为第

一、四集团军 ,第二、三集团军编制留待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编组。

反蒋地方实力派此举 ,使国民党分崩离析 ,而在国民党旗号下出现

了两个“中央政府”。此前的国民革命军也基本上形成两大营垒。

1931 年 6 月 27 日 ,日本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 4

人 ,因在兴安岭一带从事间谍侦察 ,被我当地驻军逮捕并处死。日

本以中村事件为口实 ,提出要“以武力解决悬案”,并调集军队 ,扩

大事态 ,为侵略东北作准备。7 月上旬 ,在长春以北 30 公里处发

生了万宝山事件。日本政府歪曲事实 ,增兵满洲 ,扩大对东北的侵

略。万宝山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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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7 月 15 日 ,原隶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的石友三 ,在河

北顺德附近通电广州“国民政府”,组成第五集团军 ,长驱北进 300

余里 ,进抵石家庄。石友三与孙殿英、刘桂堂等 27 人联名通电广

州“国民政府”及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 ,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和

张学良 ,与南方的粤桂配合 ,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形成南北夹攻之

势。一时间 ,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明里暗里的反蒋声浪达于空前。

1931 年 5 月底 ,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粉碎了

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7 月 1 日 ,蒋介石

又调集 30 万兵力 ,自任总司令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

剿”。到 9 月 15 日 ,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蒋介石在上述背景下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告 ,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安内”的内容既是针对国民党地方反蒋

势力 ,更是针对越“剿”越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而“攘外”

显然是对付日益扩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和侵略。这一书告 ,虽

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但当时这还只是一种口号 ,并未形成主

导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定国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 ,导致东北三省的迅

速沦陷。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 ,国民政府陷入了和战两

难、进退失据的困境。爱国学生公开喊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

“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发

展壮大。1931 年 11 月 7 日 ———20 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宣布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即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

的政权。宁粤之间的对立并未和解 ,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9 月

20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侵略东北 ,已成事实 ,无法补

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 ,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故内部先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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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统一。”① 蒋所谓的“统一”,当时主要是谋求宁粤和解 ,召开国民

党四全大会 ,稳定政治中枢。四全大会召开以后 ,宁粤之间的对峙

之局并未消除 ,11 月 30 日 ,蒋介石再次强调 :“攘外必先安内 ,统一

方能御侮”②,依然把剿共和解决宁粤对抗当作抗日的前提。

国民政府把“攘外必先安内”正式作为应变图存方针和基本国

策 ,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 ,“国民

政府立即确定安内攘外政策 ,作为奋斗图存之方针。在策略上 ,则

是以军事外交相配合 ,以外交掩护军事 ,以剿共扫除军事之障碍 ,

更以建设充实国力”。③

综上所述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和确立 ,是因应了当时

国内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和三类军事力量矛盾对峙的“三足鼎

立”之势。三派政治势力是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系 ;以胡

汉民、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反蒋地方实力派 ;以中共为领导的

工农革命力量。三种政权是 :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 ;

1931 年 5 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后演变出来的西南政务

委员会、1933 年 11 月成立于福州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中共领

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尔后的陕甘革命根据

地政权。三类军事力量是 :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的中央军 ;以桂

系、粤系、川系和西北军、东北军为代表的分布于两广、西南、华北

和西北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军和杂牌军 ;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在七七事变以前 ,国际上虽然主要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

对立 ,但由于各个国家首先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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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国际关系的格局是“四向分散”。以美、英为代

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特大的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 ;日、德、

意法西斯却乘机向外扩张 ,妄图称霸世界 ;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

围之中 ,自顾不暇。共产国际虽然统一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

行动 ,但主要又受苏联的左右 ;首被侵略的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最初遭受德、意侵略的各国 ,面临法西斯侵略却四顾无援。因

此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 ,很难获得强有

力的、实实在在的国际援助。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华 ,也包含着希望

中国成为自己的远东屏障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

二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既要解决民族矛盾 ,又要解决国内矛盾的

问题 ,主导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格局的国共两党都面临孰先孰后的

两难抉择。“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 ,对内是中国人与

中国人的主义竞争”。①

国民党有三种选择 :一是先剿共后抗日 ;二是先抗日后剿共 ;

三是剿共与抗日两面出击。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选择了先剿共后抗日。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四 :一是国民党认

定中共是国民政府内政不能统一的祸源 ;二是国内不能统一 ,国家

即不能建设 ,而建设是对日长期抗战的先决条件 ;三是蒋介石接连

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均遭惨败 ,作为报复的惟一选择

就是再发动新的“围剿”;四是宁粤在和解中依然对峙 ,但仅限于唇

枪舌剑 ,军事上未有行动。就军事战略上考虑 ,剿灭中共以后再抗

日 ,避免了两面出击的兵家大忌。对此 ,蒋介石一再重申 ,“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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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一是御侮的先决条件。汪精卫则认为 :“治标莫急于清除共

匪 ,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并强调 :“惟集中力量而后可以内而剿

共 ,外而御侮 ,惟生产建设而后可以集中力量。”① 汪精卫主张御

侮必先剿共还有另一个原因 ,即幻想借剿共以缓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 ,使中日问题得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他说 :“就军事的表现来说 ,

是将枪口对准共匪 ,因之对于中日问题 ,便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谋求

解决了 ⋯⋯因为日本是反共的 ,中国既然决心反共 ,则可由共同反

共的见地 ,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了。”② 国民党内亲日派势力

的抬头 ,更助长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贯彻执行。

九一八事变前后 ,中共中央是处于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

的领导下。1931 年 11 月后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正

确领导开始受到排挤。到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 ,中国共产党在面临一是先反蒋后抗日 ;二是先抗日后反蒋 ;三

是反蒋抗日双管齐下的三种选择时 ,由于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

和红军依然是采取严密封锁和进剿的态势 ,相对还处于绝对弱势的

中共及其武装力量 ,不可能也不会选择先抗日后反蒋或反蒋抗日双

管齐下。因此 ,主客观条件使中共只能选择先反蒋后抗日。

9 月 22 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

事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次事变的政治方针 ,指出

“要加紧组织领导和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大胆地警醒民众

的民族自觉 ,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 ;抓住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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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 ,组织和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的斗

争 ;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 ,发动他们的斗争

走向直接的革命斗争 ;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 ,

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不惟如此 ,《决议》认为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是“加倍的积极准

备反苏战争”,“是武装干涉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并提

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①

1931 年 11 月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

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既是王明“左”倾教条主

义代表性文件之一 ,又是在反蒋与抗日问题上把反蒋置于抗日之

上的最集中的表现。一二八事变后 ,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关于上

海事变的斗争纲领》,虽然表明了中共既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又反

对日本侵略的政治态度 ,但明确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当作全国一

致抗日的前提。1932 年 4 月 15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强调“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直接与

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

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才能直接地毫无障

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地发

展起来”。② 1934 年 1 月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

议 ,又作出第五次反“围剿”将是“两个政权、两条道路决定胜负的

关键”的判断③,进一步表明中共中央反蒋高于抗日的指导思想。

1934 年 7 月 ,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用六大纲领来瓦解敌

人》一文 ,提出瓦解白军士兵的六大纲领 ,即是白军士兵抗日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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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也是中共愿与国民党军共同抗日的政治表态。文章将瓦解白军

当作粉碎第五次“围剿”,动员全国军队一致抗日的先决条件。

同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第五次反“围剿”战

争处于艰难紧张的关头 ,派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表示只要进攻

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 ,“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

在先遣队之后 ,全部出动 ,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

日。① 此时 ,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的“围剿”即将取得胜利 ,蒋

介石不会放弃“围剿”。中共的《宣言》事实上已包含了暂时放弃推

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目标 ,转而以全国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作为所

追求的惟一目标。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转变。由于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的领导 ,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红军主力被迫退

出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行长征。白区的革命力量也受到极大损失。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心腹之患”已基本消除。下一步的工作则是

追剿少数突围的红军 ,企图绝其根株。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 ,蒋介

石得到了一箭双雕的结果 :虽未达到剿灭红军的目的 ,却使中共中

央及红军主力离开中国的中心地区 ,去到西北 ;蒋介石趁追剿红军

之机 ,一举解决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便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成半独

立状态的黔、滇、川三省的问题 ,使粤桂地方实力派失去臂肋 ,推进

了“中央一体化”进程。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加强后 ,粤桂势力既不

愿与蒋妥协 ,又不肯放弃现有的半独立状态 ,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

直接统治。他们所要求的抗日又迟迟不能发动 ,只有作最后的抗

争。1936 年 6 月 1 日发生的两广事变 ,便是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

的激烈表现 ,客观上与中共提出的反蒋抗日要求形成呼应。但其

结果却是反蒋、抗日均未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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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剿灭红军主力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中央一体化”政策有所

推进以后 ,国民政府相对可以集中力量加速开展各项建设 ,充实国

防力量 ,应付未来的中日战争。1935 年 4 月 1 日 ,为解决贵州“中

央一体化”问题 ,布置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 ,蒋介石在贵阳发表

了需要有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讲话。宣称该运动的主要目

的“在谋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抵御外侮能力的充实 ,将经济建设与国

防建设结合 ,而以重工业的建设为主要发展方向之一”。① 8 月 ,蒋

介石又强调建设国民经济为施政惟一之要务。10 月 ,国民政府正

式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是“安内攘外”政策指向由剿共和

“统一”各地方实力派为主转向加强国家建设为主的重要标志。

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防力量是国民政府“安内”政策的一项

重要内容 ,以往的研究由于偏重军事、政治、外交而把它忽略。九

一八事变发生以后 ,中国的经济状况实堪忧虑 ,工业化程度低 ,工

业结构很不健全 ,现代化工业基础薄弱。国家经济重心和工业区

集中在沿海少数省份 ,工业布局的畸形状态极不利于对日抗战的

发动。此外 ,中国工业资本薄弱 ,规模较小 ,工业经营管理落后 ,难

以经受全面战争的风浪。至于至关紧要的国防方面 ,自民国以来 ,

省自为政 ,军自为风 ,内战内耗 ,国防力量薄弱 ,更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这种情况 ,自九一八事变后 ,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 ,国民

政府即已开始筹划对日国防问题。中日双方的决策者都清楚 ,中

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只是时间问题。1932 年 11 月 ,正是“安内攘

外”政策积极推行之时 ,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其职责是

针对防御日本侵华展开调查、研究和设计。1935 年 4 月国防设计

委员会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后 ,在继续从事调查研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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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各种建议及动员计划的同时 ,也着手创办经营有关国防的重工

业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前 ,资源委员会汇集了一大批科技专家和

技术工人 ,投资 2000 余万元 ,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和机械

设备 ,并在抗战爆发后拆迁内地 ,成为后方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1934 年 1 月 ,国民政府确立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

方针 ,并开始实施整军备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五次“围剿”胜

利后 ,国民政府的施政措施已由将国力主要倾注于内战转向主要

倾注于对日备战。至七七事变前 ,其主要工作表现为以下十个方

面 :一、组织实施国军整建计划 ,整理陆军、维持海军 ,发展空军 ,加

强各级军事教育 ,使国民党军人员、器材、编制、番号达到前所未有

的统一 ,提升了战力。二、颁布兵役法 ,实行兵役制度 ,动员备战。

三、实施国民军事教育 ,进行民众组训。四、拟具并局部实施了军

需工业动员法草案 ,使陆运、铁运、水运、通信等纳入国防规范 ,并

建立了适应战时总动员的后勤综合协调服务体系。五、积极从事

兵工研究及兵器制造。六、修筑国防工事及加强江海防要塞。七、

加强粮食、被服生产及储备。八、加快铁路、公路、航空建设 ,尤其

是注重大后方西南、西北的交通建设与控制。九、加速发展电力、

煤炭、钢铁、水泥等基础产业。十、统一币制 ,调整金融 ,增加财政

收入。这些计划措施 ,具体实施时虽不尽如人意 ,加之抗日战争很

快发动 ,均未达到预定目标 ,但对抗日战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三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 6 年间 ,虽然中国的局部抗战已

在多处发生并在东北地区展开 ,但就整个中国而言 ,或就国共两党

及其所属的两个政权而言 ,全面的抗战并未发动。作为执政的国

民党 ,作为能够支配综合国力 ,决定中国是战是和的南京政府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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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的 5 年间 ,支配其行动的便是“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如果这一政策中的“攘外”是指抵抗日本侵略而无异

议的话 ,那么其前提“安内”必须实现 ,“安内”不能实现 ,那“攘外”

也就不可能切实进行。而事实上除了东北等处的局部抵抗外 ,中

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毕竟从七七事变后便已开始 ,并最终取得

了胜利。那么“攘外”的前提应确实存在并基本上实现了。其最终

实现的标志是国民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

言》。这前提既不是国民党的“剿共”,也不是共产党的“反蒋”,而

是在抗日基础上实现全国的最广泛的联合和相对的统一。

“攘外必先安内”并没有为中国的抗战提供发动的基础。这一

政策的出发点 ,是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进一步实

现和维护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它虽然包含了维护国家领土主

权独立完整、争取民族生存自由的原则性和民族性 ,但其党派性却

高于民族性。因此在对内对外问题上 ,国民党政府选择了先解决

国内问题再解决对日问题的方针。而共产党事实上也是先解决国

共两党的国内矛盾斗争问题 ,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侵略。

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

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 ,极大地影响了对日抗战的大局。

中国要全力以赴地抗日 ,要求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方

面在抗日这一根本利益上 ,实现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的统一 ,是必

要的 ,也是可能的。但这种统一 ,绝不是国民党所要求的“一个政

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一”,其前提和基础必须是抗

日 ,其方式必须是国共两党二元为基础的多元联合。国民党最终

剿灭不了共产党 ,共产党当时也推翻不了蒋介石的统治 ,而日本侵

略者的步步进逼 ,亡国灭种已迫于眉睫 ,国共双方都不得不放弃原

先所坚持的抗日前提 ,选择了合作抗日的救亡图存之道。中共所

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亡图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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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它把曾经十分尖锐的国内矛盾缓和下来 ,使中华民族

一切能抗日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 ,减少了多年来这些力量

的内耗和逆向运动 ,实现了当时最大限度的安内。

面对日本的侵略 ,中国的任何政党、任何政权和任何武装力量

都应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 ,减少国内冲突 ,联合起来一致

对外。无论当时还是今天 ,人们都有理由要求对立的各方 ,首先是

要求执掌政权、能支配综合国力的国民党中央系及其政府、军队 ,

与中共和国民党各反蒋地方实力派捐弃前嫌 ,共赴国难。然而 ,当

时对峙的各方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系的政策策略的

调整都过晚过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没有也不可能主动与中共停

战言和 ,反而将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视日本侵略为“皮肤小

病”,对共产党一“剿”再“剿”。对各地方实力派仍实行兼并、压制

政策。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统治 ,红军正

面临蒋介石的第四、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虽然发表了反对日本侵

略的宣言 ,号召人民武装抗日 ,但却没有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策

略 ,没有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到解决阶级矛盾之前和之上 ,而把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同反对国民党政府并列 ,甚至把反对后者看得更重 ,

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政策。至于各反蒋地方实力派 ,他们

与国民党中央系在阶级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虽先于国民政

府举起抗日的旗帜 ,但与中共所号召的抗日方式又不完全一致 ;有

的先于国民党中央系与中共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但都包含着

各自派别的私利。以《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 ,中共主动改变了自

己的政策策略 ,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内各

种力量团结御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除上述史实外 ,如何评价“攘外必先安内”,还有必要分析它到

底是国民党蒋介石所要推行的什么样的基本国策。对此研究“攘

外必先安内”,笔者认为有三点需要进一步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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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攘外必先安内”究竟是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 ,还是

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 ? 笔者以为是后者而非前者。九一八事变

后 ,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变得较前复杂 ,不能笼而统之以一个“攘”

字来概括。当时 ,对国民政府来说 ,不仅有亟需“攘”的日本 ,还有

亟需联合或依靠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 ,更有既需要防范又需联

合的苏联。日本方面也认为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

是 :“一面对日妥协 ,一面加强和列强各国的友好 ,首要的是谋求国

内统一。”① 把“攘外必先安内”说成是国民政府处理对内对外关

系的基本国策或基本准则是不准确的。当然 ,内政外交是密切联

系的 ,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周恩来曾指出 :“攘外必先

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②

其次 ,“攘外必先安内”仅仅是方针、政策、国策或准则、战略 ,

还是既是政策也是策略 ,既是战略也是策略 ,既是国民政府的长远

目标与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现实目标和眼前利益所在。此前对它

的研究 ,只注重了它做为政策、战略的方面 ,而忽略了它的策略方

面。海外学者较充分地肯定了它的策略价值 ,但又回避了它作为

政策的负面影响。如说 :它“争取了四年充实国力的时间。”③“攘

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进行内战内争的国策 ,侧重点是解决国内政

治、军事问题 ,将其与抵抗日本侵略联系在一起 ,这对于国民党的

策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 ,日本侵华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是其军国

主义的既定国策 ,这是必然性 ;日本何时以何种方式侵华 ,这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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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 ,并与中国内战内争有关系 ,但这种联系绝不是直接的因果联

系。1933 年蒋介石曾对“安内攘外”之间的关系作过直白的解释 :

“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 ⋯⋯所以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 ,是必

然的 ;反转来说 ,只要能正本清源 ,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 ,那

么外面的皮肤小病 ,一定不成问题。”因此“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

内 ,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 ,要晓得剿匪的工作 ,实是抗日的前提 ,

要抗日就先要剿匪 ,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① 1940 年 1 月 ,毛

泽东曾说过 :“‘剿共’四年 (1927 年至 1931 年的‘九一八’) 之后 ,

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 ,至 1937 年 ,就把一个日

本帝国主义 ,‘剿’进中国本部来了。”② 有人引用上述的两段话

时 ,或是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与日本侵华当作直接的因果联系 ,

或是把“剿共”与日本侵华当作直接的因果联系。实际上 ,日本之

侵略中国 ,既不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也不是因为国民

党要“剿共”,更不是国民党内有反蒋地方实力派影响了蒋介石的

统一 ,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的既定国策。凡是把日本侵华与共产

党革命或国民党“剿共”当做直接因果联系的观点 ,都失之片面。

“攘外”、“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一对矛盾。

确定二者谁先谁后、谁重谁轻 ,关键在于确定“安内”的含义。蒋介

石和国民政府有时是把“剿共”当作“安内”的全部内容和主要的矛

头指向 ,有时“剿共”又仅仅是“安内”的一个方面。如果“安内”是

“攘外”的前提 ,那“安内”就不仅仅是解决与共产党的矛盾 ,还包括

使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 ,使分裂割据的地方实力派统一于国民政

府之下 ,以及充实国力 ,加强战备 ,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等等。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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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不同讲话中也都是承认的。然而

更多的时候 ,他是把“安内”与“剿共”等同起来。这种对“安内”解

释的不确定性 ,不仅说明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也

说明国民政府抗日的准备是如何在自设障碍。无论“安内”含义的

广窄 ,“攘外必先安内”都不能说明国民政府不愿抵抗甚至卖国投

降 ,而只能说明它虽然终究是要抵抗的 ,但它的抵抗是有条件、有

前提的。而这条件、前提的对错则另当别论。

国民政府以对日妥协而求内安的努力 ,并没有改变事态发展

的客观进程。就全国而言 ,“攘外”与“安内”事实上是同时发生了 ,

并没有按照先“安内”后“攘外”的次序进行。

从九一八事变毫无抵抗 ,到淞沪抗战仓猝抵抗、长城抗战英勇

抵抗、绥远抗战有效抵抗和七七事变后 ,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主动、

全面的抵抗的过程 ,既伴随着国共之间由“围剿”和反“围剿”走向

抗日基础上的合作 ,也伴随着国民政府“中央一体化”的实现 ,中央

系和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同时 ,还伴随着国家经济、国

防建设有所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 ,反蒋也

不是抗日的前提 ,抗日的前提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

族的空前大团结。谁对实现这一空前大团结起了促进作用 ,谁就

有功于全民抗战的发动 ,谁就有功于国家民族。

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把国民政府确立这一政策的主观

动机和客观效果统一起来 ,把对这一政策的理论诠释和实际运作

统一起来 ,把影响这一政策实施走向的内外原因统一起来 ,才能客

观、全面地判断其复杂的历史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是民国史、国

共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者熊宗仁 ,1944 年生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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